
第 22 卷第 8 期
2019 年 8 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Ｒ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Vol． 22 No． 8
Aug． 2019

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及复杂性降解原理
①

麦 强1，盛昭瀚2，安 实1，高星林3

( 1．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01; 2．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 210093;
3．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珠海 519015)

摘要: 重大工程管理系统是一类典型的复杂系统． 如何认识该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并应对复杂
性带来的挑战一直是重大工程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以重大工程管理决策过程为例，构建了
一个决策概念模型，描述了决策关联性、认知模糊性和偏差性、知识有限性等复杂性因素对重
大工程管理决策过程的影响． 进而在决策关联性和信息不完备性的复杂性框架下，将重大工
程管理决策的复杂性划分为“混沌”、“冲突”、“关联”和“混杂”四种类型． 根据该复杂性特征
分类，提出了包括“复杂性探索”、“复杂性吸收”、“复杂性分解”和“复杂性承担”四个基本逻
辑策略的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降解”原理，揭示了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实践的复杂自组织
规律，说明了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的内生性及动态演化特征． 最后，应用“港珠澳”大桥桥
面铺装工程的管理决策实践论证了“复杂性降解”原理，并讨论了该原理对重大工程管理带来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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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重大工程管理系统是一类典型的具有复杂性

特征的系统，这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工程界的共

识［1］． 理论界试图基于复杂性提出新的重大工程
管理理论，解释重大工程管理中出现的特殊问

题［2，3］． 在传统工程管理方法失效的情况下，工程
界也期望能够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解决管理实践中

面临的复杂性问题［4］． 在这种理论和实践需求的
共同推动下，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的研究方兴

未艾．

1 文献评述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有关复杂性的研究一

直是理论界的热点之一． 这类研究一般认为复杂
系统由众多存在非线性动态相关性的元素组成，

具有开放性、远离平衡态、自组织等特征，是系统
宏观层面的一种涌现现象［5］． 经过多年的发展，
有关复杂性的定义有 30 多种，直到现在也没有形
成统一的观点，不同的学派、不同学术背景的学
者、不同的学术领域对复杂性的理解完全不
同［6］． 在管理学的有关研究中，尽管从自然科学
吸取了很多复杂性的概念和认识，但一般认为这

类系统的复杂性存在两类基本特征: 一类是关联

复杂性，认为系统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是复

杂性的重要原因［7］． 另一类是信息不完备性，包
括知识方法的有限性及对系统演化发展结果的认

知有限性［8］． 前者描述了管理过程的客观复杂
性，而后者描述了人类的主观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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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的研究中，对于复杂

性的认识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9］． 一些学者认
为，重大工程管理的复杂性就是不确定性，其特征

在于无法理解、预测和控制［10］． 一些学者将重大
工程管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区分开来，认为复

杂性在于工程要素的关联性［11，12］． 还有一些研究
从文化、环境等宏观因素层面论述重大工程管理
的复杂性［13，14］． 根据复杂性研究中对复杂性的认
识，认为无论关联性还是不确定性均不能独立完

整地描述有人参与的重大工程的复杂性，而文化

等宏观要素也仅是复杂性的外在表现． 因此将综
合决策关联性及信息不完备性两种复杂性描述重

大工程管理的复杂性特征．
在重大工程复杂性应对策略的研究中，基本

上可以分为两种研究类型． 一类研究仍然在传统
的项目管理框架内开展［15，16］． 这类研究通常从工
程的不确定性出发提出相应策略，例如增加经费

和时间余量、制定应急计划、引入风险管理［17］等．
一些研究借鉴了企业管理的研究成果，认为工程

管理需要增加组织柔性，进行技术投资等［18］． 第
二类研究关注于工程的关联复杂性，提出了诸如

层级制组织结构、复杂性分解、适应性搜索、技术
选择和学习等措施和方法［19 － 21］． 这些研究仅仅
关注了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特征的某一个方面，

所提出的措施和方案也呈现出碎片化特征［22］．
并且这类研究将复杂性看成是一种外生的问题，

没有认识到工程本身是一种人造活动，复杂性具

有内生性．
与应用“还原论”的方法论将复杂性进行分

解的思路不同，一些学者还提出了系统工程、“综
合集成”等方法［23 － 26］． 这些方法强调“整体论”，
试图通过不同专业、不同方法的综合来解决重大
工程的复杂性问题． 认为，无论是“还原论”还是
“整体论”，在重大工程管理过程中均是解决复杂
性的重要方法． 但这些方法并没有纳入到重大工
程复杂性的演化过程中，仅仅在复杂性演化的某

些阶段或某些时段具有效果． Sheng提出了“复杂
性降解”的概念，认为可以应用该原理从工程虚
体的视角降低重大工程实体的复杂性［27］． 该原
理为解决重大工程复杂性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

但其原理建立在复杂性已经形成的基础上，并且

理论基础、逻辑过程及管理策略还需要进一步深

入和细化．
因此，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的认识还缺少一

个概括性的、统一的框架，也缺少一个系统性的、
一般性的复杂性应对方法． 本研究将以决策过程
为例，说明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的各种特征，

并据此构建一个二维的复杂性认知框架，对重大

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特征进行分类． 在该框架
内，将提出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降解”原
理，并应用港珠澳大桥桥面铺装工程的管理决策

过程说明该原理． 最后将提出该原理对重大工程
管理的启示．

2 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

重大工程管理系统的复杂性要素众多，表现

形式多种多样，涉及到工程管理的各个方面，因此

其描述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为更好地说明管理
系统的复杂性，本节以工程决策这一最为典型的

管理过程为例，说明复杂性对重大工程管理过程

的影响．
工程是人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决策建造一个有

价值的物质实体的动态过程． 该过程中的决策主
要分为两类:技术决策和管理决策［28］． 前者是工
程建造知识、工艺的载体，反映在工程实体价值的
实现上，如水坝蓄水量、发电量，火箭载重量等;后
者是工程技术行为的规划与组织，反映在工程实

体价值的实现效率上，如工程计划的 PEＲT 网络，
经费的挣值管理等．
设在某一时刻，技术决策用 at

i ∈ At = ( at
1，

at
2，…，a

t
M ) ∈ I表示，管理决策用 btj ∈ Bt = ( bt1，

bt2，…，b
t
N ) ∈Ｒ表示． 工程绩效与工程的这两类

决策相关，工程绩效函数可以表示为

Πt = P( At，Bt ) ( 1)
其中 Πt ∈ ． 当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清晰
掌握技术和管理决策信息时 ( 即 At，Bt 信息完

备) ，并且对采取相应决策后的技术及管理状态

的演化过程有明确预期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当期

技术和管理行为制定最优决策，最大化项目的整

体绩效

( At，Bt ) * = arg max Πt

= arg max［P( At，Bt，At－1，Bt－1)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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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知道前期某项技术的状态 At－1 和时

间、经费的状态 Bt－1 ，也知道在时间和经费 Bt 的

投入下新的技术水平 At 会演化到哪种程度，则可

以通过决策树及 PEＲT网络等方法确定最优决策
( At，Bt ) * ．
但对于重大工程，上述最优决策很难实现，其

主要原因在于重大工程管理决策的复杂性． 该复
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决策相关性
首先是所有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无论在技术

决策和管理决策内部，还是在这两种决策之间，均

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例如，如果某一分系统的
技术决策发生改变，会影响与之相关的其它分系

统的技术决策，而且也会影响进度、经费等管理决
策;同样，如果工程经费发生改变，技术决策也需

要调整［29］． 为表示技术决策和管理决策之间的
相关性，引入两个函数 At = Q( At－1，Bt ) 和 Bt =
G( At，Bt－1 ) ，表示当期技术和管理同时受到前期

技术及管理决策的影响． 根据以上假设，工程绩
效函数及决策可以表示为

Πt = P( Q( At－1，Bt ) ，G( At，Bt－1) ) ( 3)
( At，Bt ) * = arg max Πt

= arg max［P( Q( At－1，Bt ) ，G( At，Bt－1) ) ］

( 4)
这种复杂性带来的问题在于随着相关性的增

加，传统优化方法往往会陷入局部的最优解，很难

找到全局最优解［30］．
2) 认知模糊性和偏差性
第二是对函数 P，函数 Q 和函数 G 在认识上

存在模糊性和偏差性［31］． 这种复杂性观点认为
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关联性这种客观复杂性上，

而且还体现在“认知”复杂性上，是一种“主观”复
杂性［32］． 其主要原因是工程众多主体在认知能
力和认知偏好上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行为所产生

的效果没有清晰或者一致性的认识． 例如，不同
技术部门由于创新文化不同，对同一技术的认识

是不同的;技术部门在 At = Q( At－1，Bt ) 中会弱化

Bt对 At的影响，同样管理部门在 Bt = G( At，Bt－1 )

中会弱化 At 对 Bt 的影响;工程设计单位、建造单
位、政府主管部门及社会公众对 P 的认识和理解
也存在差异． 因此，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乃至整
个工程绩效，均存在认识上的模糊性和偏差性．

这时实际工程绩效函数及工程决策是

Π
︿t = P

︿
( Q
︿
( At－1，Bt ) ，G

︿
( At，Bt－1) ) ( 5)

( At，Bt ) * = arg max Πt

= arg max［P
︿
( Q
︿
( At－1，B t) ，G

︿
( At，B t－1) ) ］( 6)

其带来的问题在于不清楚工程相关主体的利

益偏好，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33］，从而影响工

程的决策选择及最终绩效．
3) 知识有限性
第三是技术、管理及绩效空间 I、Ｒ和的

有限性．这种复杂性与知识的有限性有关［34］． 在
工程上，这种有限性主要是指工程相关主体在知

识、工艺、技能及工具等方面的有限性． 也就是说
实践中 At所在的空间 I和 Bt所在的空间Ｒ仅仅
是所有可能性空间的一部分，造成工程绩效空间

也是所有可能性绩效空间的一部分． 例如，某
工程采用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技术 ai ，但在工程建

成后却又发现有一种新的技术 aj 能够使工程达

到更高的技术指标，并且更为节省经费，这也意味

着绩效的可能性空间应该更大． 因此，在认知存
在不完备性的情况下，工程行为及绩效的选择空

间仅是所有可能性空间的一部分，即 A
～
t ∈ 槇I ∈

I，B
～
t ∈ 槇Ｒ∈Ｒ，Π

～
t ∈

～
∈，这时的工程绩效

函数及工程决策可以表示为

Π
槇︿

t = P
槇︿
( Q
槇︿
( 槇At－1，槇Bt ) ，G

槇︿
( 槇At，槇Bt－1) ) ( 7)

( At，Bt ) *= arg max Πt

= arg max［P
槇︿
( Q
槇︿
( 槇At－1，槇Bt ) ，G

槇︿
( 槇At，槇Bt－1) ) ］

( 8)
这种复杂性产生于工程系统的开放性，技术、

管理方法的发展及外部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均
会影响工程的策略选择及最终绩效，使工程存在

大量“未知的未知”( unknown-unknown) 现象［35］，
对工程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
针对这种重大工程管理决策过程的复杂性，需

要从复杂性视角更为系统和宏观地总结重大工程管

理实践的规律，提出一种更具一般性的解决方案．

3 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分类

在以上的重大工程决策概念模型中，决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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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性、认知偏差性和模糊性、可选择空间的有限性都
会影响技术和管理决策，因此重大工程管理决策依

赖于对复杂性的正确判断． 将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
杂性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将有助于实现该目标．
根据上一节提出的八个决策概念模型，可知

重大工程管理决策面临着四种不同的复杂性类

型． 模型( 1 ) 和模型( 2 ) 描述了一种复杂程度最
低的决策类型，其中的决策关联性不高，并且是对

已知行为的优化决策． 模型( 3 ) 和模型( 4 ) 描述
了一种以关联复杂性为主要特征的决策问题，其

中决策行为及其效果是已知的，但各类决策高度

相关． 模型( 5 ) 和模型( 6 ) 描述了一种关联性较
高同时缺少绩效及偏好信息的复杂性情况，其中

关联性较强的不同组织之间由于认知不同会产生

较为激烈的冲突． 模型( 7 ) 和模型( 8 ) 描述了一
种以未知性为主要特征的复杂性情况，其中已知

的决策行为信息很少，这也意味着工程参与主体

较少，工程要素的关联性也较低．
由于认知的偏差性、模糊性和决策知识的有

限性均与信息相关，因此将这两种复杂性统一为

信息不完备性． 这样，上述的四种复杂性情景就
可以从决策关联性和信息不完备性两个维度进行

描述． 其中，每个维度可以大致分为高、低两个区
域，这样就在一个平面图上得到了如下图所示的

四种复杂性类型

图 1 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分类
Fig． 1 Complexity classification of megaproject management decisions

对于图 1 中的 D 类复杂性，尽管认为其决策
关联性及信息不完备性均较低，但对于重大工程

管理决策来说，不可能实现关联性的完全分解及

信息的全部掌握［24］． 因此更为合理及现实的情
况是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共存状态，因此该阶段的

复杂性特征表现为一种“混杂”的特征．
下表 1 总结了上述各种复杂性类型的特征．

表 1 重大工程复杂性分类及各类特征
Table 1 Complexity classification of megaproject and the characters of each class

混沌( A类) 冲突( B类) 关联( C类) 混杂( D类)

属

性

信息不完备性 高 高 低 低

决策关联性 低 高 高 低

对应公式 ( 7 － 8) ( 5 － 6) ( 3 － 4) ( 1 － 2)

特征

工程处于初始的无序

状态，工程参与主体

不确定，并且规模较

少，对自身的需求也

不清晰; 无论是技术

还是管理，可供选择

的空间范围较小

工程处于“远离平衡

态”，工程参与主体

不断涌现，自身需求

在相互间激烈的博弈

过程中不断更改; 出

现大量的技术方案和

管理措施，之间可能

是互补的，也可能是

竞争的，也可能没有

关系

工程处于“竞争”状

态中，工程参与主体

已经明确，其利益需

求及偏好也已经知

道;已确定好需要的

技术方案和管理措

施．参与主体关联性

强，竞争性的搜索各

类决策空间寻求最优

决策组合

工程处于概率性相对

确定状态中，工程主

体间的相关性显著降

低，并且能够对技术

方案及管理措施的未

来影响进行概率性预

测，但仍然存在着一

定的关联和未知信

息，简单与复杂混杂

在一起

4 复杂性降解原理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

杂性既不是一种杂乱无章没有规律的复杂性，也

不是一种单一的复杂性，而是一种有规律的、多样
化的复杂性． 不同类型的复杂性具有不同的内
涵，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同的． 因此，重大工程管
理决策复杂性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一种单一

的策略或方法，而是要遵循人类应对复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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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 只有提炼出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实践中处
理复杂性的基本原理，才能具有针对性的选择具

体的管理措施．
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

结合不同的复杂性状态特征，提出重大工程管理

决策过程伴随着复杂性状态的动态演化过程． 首
先，重大工程的决策过程遵循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 根据该理论，一个系统
的演化过程是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在该过程中

其复杂性不断演化［5］． 因此，重大工程的决策过
程是工程管理者适应系统环境的过程，针对不同

的系统环境问题，工程管理者的适应性行为会使

系统复杂性状态发生改变［36］． 第二，重大工程复
杂性状态的演化路径遵循社会系统理论． 根据该
理论，一个人工系统的复杂性存在先增长后降低

的规律［37］． 其中，为获得更多的可能性方案，复
杂性首先是增长的; 之后，为使方案可执行，需要

降低系统的复杂性．作为一种典型的人工系统，重
大工程复杂性状态的演化也应当遵循这种先增长

后降低的规律． 第三，重大工程的决策过程对应
着复杂性状态转移的逻辑过程． 从上一节可知，
重大工程决策过程中的复杂性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模糊到清晰、从错综交织到结构明确、从整体分
解到部分剩余的过程． 因此，从复杂性视角来看，
重大工程决策遵循了复杂性“产生 －加强 －减弱
－剩余”的基本逻辑过程． 根据以上理论演绎及
逻辑分析，认为重大工程决策过程是一个复杂性

状态演化过程，工程管理主体会遵循系统复杂性

先增长后降低的规律，按照复杂性“产生 －加强
－减弱 －剩余”的逻辑过程，采取不同的策略措
施，促使系统复杂性状态发生有规律的变化，以适

应工程目标要求及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及技术
环境．
根据以上理论演绎，基于重大工程管理决策

实践，在上一节提出的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

认知框架中，提出了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
降解”原理． 该原理认为:重大工程管理实践是一
个复杂自组织过程，通过“复杂性探索”、“复杂性
吸收”、“复杂性分解”和“复杂性承担”四个基本
逻辑策略，促使复杂性内生动态演化，并且遵循信

息不完备性从“熵增”到“降低”、决策关联性从
“叠加”到“分解”的基本规律．

其中，复杂自组织过程是指工程主体为实现

工程整体目标及自身利益，通过主动的竞争、合作
等交互作用，不断修正信息不完备性、改变决策关
联性，促使工程管理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关系逐步
发展、变化到稳定的过程． 在实践中，这种自组织
过程是指工程主体为实现工程技术指标、经费、进
度等工程整体目标及利润、名誉等个体目标，通过
投融资、招投标等主动的竞争、合作等交互行为，
不断学习技术、工艺和管理知识，形成组织、奖惩
等管理措施，由不知道由谁做什么到每个工程主

体或个人都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和职责的过程．
复杂性的内生性是指在以上的自组织过程

中，工程主体的交互作用会在工程系统内部产生

决策关联性和信息不完备性． 例如，工程主体制
定的目标与其能力的差距产生了信息不完备性，

工程主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产生了决策关联性．
在该过程中，信息不完备性 ( 可以理解为表示不

确定性的“熵”) 会随着目标的出现而产生，进而
在“复杂性探索”过程中随着主体的冲突而增加，
最后通过“复杂性吸收”过程中的信息暴露而降
低;而决策关联性也会在“复杂性探索”过程中伴
随着新复杂性的出现而产生，进而在“复杂性探
索”和“复杂性吸收”过程中随着主体的增加及冲
突的加剧而不断叠加，最后又会通过“复杂性分
解”减少决策关联度． 将这种信息不完备性从“熵
增”到“降低”、决策关联性从“叠加”到“分解”的
复杂自组织规律简称为“复杂性降解”原理．
图 2 描述了在复杂性分类框架中的重大工程

管理决策“复杂性降解”原理．

图 2 “复杂性降解”原理
Fig． 2 Complexity degrad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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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复杂性探索
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降解”过程中，首

先面临的复杂性是“混沌复杂性”( A 类) ———工
程主体数量少、关联性低、信息不完备性高． 在实
践中，这种复杂性体现为已知的有限性，即工程利

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可选择项较少，并且对需求的

认知及偏好也不清晰． 在这一区域，重大工程存
在大量“未知的未知”( unknown-unknown) 事件．
由于之前没有或缺少成功的案例，工程中的初期

参与主体也没有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因此这类事

件无法用概率论方法表示．
当重大工程面临着这类复杂性问题时，需要

采用“复杂性探索”策略将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
杂性转变为“冲突复杂性”( B 类) ． 因 A 类复杂
性的主要问题是知识的有限性，因此必须采取扩

展知识的方法． 而知识蕴藏或嵌入在主体的相互
关系中，通过扩展主体及主体间关系来扩展知识

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措施． 该策略的目的是扩大参
与主体及其可选择行为的空间，并为主体目标、偏
好及行为的暴露创造条件，其实质是增加关联复

杂性以解决未知复杂性． 这时的初始主体要主动
与其它潜在的工程主体进行互动，创建关联性并

拓展工程系统范围． 这种扩展可以在原有的主体
内部通过新组织的设立实现———例如同时成立多
个研发部门同时进行多个不同基础技术的研发，

也可以通过外部主体的关联实现———例如建立联
盟、公众参与［38，39］等． 该过程是在一个未知的领
域中进行探索，因此称之为“复杂性探索”．
设该策略集合为 E，则该策略的目的是要实

现以下目标

E : ( 槇I，槇Ｒ，槇) → ( I，Ｒ，) ( 9)
该过程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在可选择项较少

及需求认知不清晰的情况下急切做出决策，即由

混沌复杂性( A类) 直接进入混杂性( D类) ． 如果
采取这种策略，重大工程势必将存在很多风险，

“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较高［40］．
4． 2 复杂性吸收
经过“复杂性探索”，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

性会演化为“冲突复杂性”( B 类) ———体现为决
策关联性及目标、偏好的未知性，即工程中存在大

量相互关联的利益主体，但这些主体的关联关系

未知，需求和偏好还不清晰，彼此间存在激烈的冲

突． 认为这时的首要问题是认知的模糊性和偏差
性问题，主要表现为: 工程系统存在多种演化趋

势，并且演化状态无法用已知的高斯概率等方法

描述;每个工程主体对其它主体的行为、偏好及目
标也不充分了解．
当重大工程面临着这样的复杂性问题时，认

为需要采用“复杂性吸收”策略将“冲突复杂性”
( B类) 转变为“关联复杂性”( C 类) ． 该策略的
目的是对系统未来演化结果进行多视角的预测，

充分暴露所有工程主体的目标及其偏好． 其实质
是在保留关联复杂性的同时，消除认知复杂性．
为解决这种认知复杂性，需要提高整个工程的认

知能力和水平，同时要建立一个能够产生信息并

交流信息的环境． 前者既可以采用“情景耕耘”等
技术措施通过计算机的强大功能预测重大工程未

来的演化结果获取信息，也可以提高工程参与主

体的学习能力减少认知上的偏差［41，42］． 后者在技
术上需要建立一个数据充分共享的数据平台，避

免信息孤岛问题，在管理上需要创造一个扁平化

的组织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所有参与

主体的竞争及合作，避免出现信息不对称引起的

道德风险等问题［43 － 45］． 该过程是主体的自我认
知及系统当前和未来状态的发现过程，参与主体

的目标、偏好及未来的可能状态从迷雾中逐渐清
晰，因此称之为“复杂性吸收”．
设该策略集合为 K，该策略的目的是实现以

下目标

K : ( P
︿
，Q
︿
，G
︿
) → ( P，Q，G) ( 10)

该区域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在未来情景、主体
目标和偏好均不清晰的情况下，直接减少系统的

关联性，即从 B类跳过 C 类直接向 D 类转移． 这
样做不仅会使系统回到 A 类的未知性问题，使策
略 E 的投入变成沉没成本，而且在主体目标、偏
好不明确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有效的复杂性分解，

直接进行优化会产生更多的冲突．
4． 3 复杂性分解
当所有参与主体的偏好及目标等信息充分暴

露后，重大工程管理系统的复杂性演化到关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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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阶段． 这类复杂性特征体现为主体之间密切
的关联性，即如果某一主体改变其决策，相关主体

也会改变自身的决策． 由于主体间的密切关联
性，这种改变会持续进行，直到所有主体不再期望

通过改变决策获得更多收益． 这一区域的问题在
于系统由于关联性而存在很多局部最优解，现有

的优化搜索策略无法有效处理这种关联性，系统

稳定状态可能陷入某一局部最优解．
当复杂性体现为这种特征时，工程相关主体

需要采用“复杂性分解”策略有目的的、有规划的
分解工程及主体之间的关联，将工程及关联主体

分解为较小的系统，使具有有限能力和知识的工

程主体能够完成分解后的工程工作． 为实现该目
标，既可以在技术上通过模块化降低技术之间的

关联性［46］，也可以对不同主体进行分类并通过层

级化的组织结构进行管理［19］． 前者的模块化设
计在工程及项目管理领域已经成为一项标准的设

计方法，其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是要求较少的接口

关系． 而后者的层级化管理也是处理关联复杂性
的重要组织模式，能够有效降低组织设计过程中

的搜索迭代时间，并且可以通过优化的搜索策略

提高组织绩效． 通过分解，还可以将复杂的管理
系统分解为不同的管理要素，进而采用 PMBOOK
知识体系统实现各管理要素的专业化管理和控

制［47］． 该过程将具有复杂关联的系统分解为独
立性较强的单元，因此称之为“复杂性分解”．
设该策略集合为 D，其目的是实现以下目标
D : ( a1，a2，…，a3，b1，b2，…，b3) →
( ( a1，…，ak，b1，…，bk ) ，( ak+1，…，al，bk+1，…，

bl )…) ( 11)
该区域的错误策略是在关联复杂性情况下直

接进行优化，这会使系统不停迭代从而无法实现

系统稳定，或者使系统陷入某些局部最优解，无法

实现全局最优．
4． 4 复杂性承担
当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演化到确定性

后，工程及主体已经信息完备，关联恰当，尺度合

适，相对独立，因此可以采用 BMBOOK知识体系、
蒙特卡洛模拟、优化等技术方法进行决策并执
行［48］． 但是，工程系统中仍然有一些关联性是非

常紧密的，无法通过分解方法进行彻底的阻断．
并且，尽管进行了多方面的信息收集，但重大工程

中的创新性及其样本较少的特殊性决定着仍然存

在未知的信息［27］． 因此，该阶段简单与复杂共
存，其确定性是一种相对的确定性，呈现出一种混

杂的特点．
对于类复杂性，出于技术和成本的考虑，无法

再通过之前的策略进一步降低其复杂性，因此需

要通过“复杂性承担”策略来直接面对复杂性，承
担复杂性所造成的影响． 该策略的目的通过多种
组织管理措施避免残存的复杂性对工程建造阶段

的影响，其实质是承认重大工程管理决策的局部

不可分解性及信息的不完备性． 是对重大工程复
杂性的承认．为实现该目标，在组织管理上要根据
预测制定相应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能力构

建等方式使组织在建造阶段能够灵活处理无法预

测的事件．对于前者，需要建立全面系统的“应急
预案”应对已经预测出的各类可能风险事件［49］．
对于后者，可行的措施包括构建柔性工程组织，学

习型组织，在经费和进度等资源上留有余地

等［18］．并且，可以采取设计施工总承包的组织模
式，根据工程建造情况对技术方案进行实时调整．
同时，对于未来影响较大的不可预测风险事件，在

组织上需要各方的共同承担，这就需要构建一种

风险共担组织文化［50］． 该逻辑策略是在决策上
承认剩余关联性及信息不完备性所产生的复杂

性，并通过组织管理决策承担复杂性所引起的风

险，因此称之为“复杂性承担”．
设该策略集合为 S，其目的是实现以下目标

S : ( I，Ｒ，) → ( 槇I＇，槇Ｒ＇，槇＇) ( 12)
该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所有主体认为当前

的决策已经足够完美，不去发现工程中仍然存在

的复杂性，致使无法应对后续建造中出现的风险

事件，致使决策失效，引起工程返工等问题．
上述“复杂性降解”原理可以用图 3 的“复杂

性降解”螺旋表示． 其中，最内圈表示每种策略所
面对的复杂性问题，中间的螺旋表示信息不完备

性的变化，最外的螺旋表示关联性的变化，而四个

象限代表了四种逻辑策略及其可以采取的组织管

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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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降解”螺旋

Fig． 3 Spiral of complexity degradation in mega-project management decisions

表 2 总结了“复杂性降解”原理中的四个基本逻辑策略．
表 2 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降解”原理基本逻辑策略

Table 2 Basic logical strategies for complexity degradation theory of megaproject management decision

复杂性探索 复杂性吸收 复杂性分解 复杂性承担

复杂性特征 混沌复杂性 冲突复杂性 关联复杂性 混杂复杂性

问题描述 未知的未知 深度不确定性 关联复杂性问题 剩余关联及未知信息

概率分布类型 无法用概率论方法表示 不符合传统概率论分布 尖峰厚尾的概率分布 已知经典的概率分布

复杂性降解

内容

用关联性拓展工程参

与主体及可供选择的

方案

制造主体“冲突”，暴

露主体目标及偏好

降低主体间的关联

性，分解系统结构

提高系统组织能力和

水平，共同承担未知

风险

可供选择的措施

基础研究;

应用型预先研究;

技术调研;

联盟;

前期工作组;

VC，PE 等新型股份

性投资;

专家库构建;

……

情景耕耘;

知识库;

大数据共享平台;

信息发布平台;

扁平化组织;

激励机制;

招投标;

学习型组织;

……

模块化设计;

接口管理;

工作分解结构( WBS) ;

BIM;

层级化组织;

总体部管理;

总指挥 －总师体系;

……

应急预案;

柔性组织;

学习型组织;

工程能力建设;

设计施工总承包;

不可预测费;

进度余量;

风险共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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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港珠澳大桥桥面铺装工程案例

港珠澳大桥桥面铺装工程是大桥工程的一项

子工程，其规模庞大( 70 万平方米) ，铺装要求高
( 使用寿命 15 年) ，技术难度大 ( 高温、高湿、高
盐) ，是一项典型的重大工程． 该工程的方案决策
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策略，促使复杂性状态不断演

化发展，遵循了“复杂性降解”原理．因此，应用该
工程说明以上所提出的复杂性状态演化路径及复

杂性降解原理．
5． 1 混沌状态及复杂性探索
在工程伊始，无论是桥面铺装技术、工艺还是

铺装施工单位选择及组织，均处于一种信息不完

备的“混沌”状态． 在铺装技术方面，尽管我国从
1997 年虎门大桥开始进行大跨境钢箱梁桥梁建
设，但仍然缺少技术成熟并且应用效果良好的技

术方案． 由于知识产权限制，行业内多采用传统
粗放型的工艺及设备． 并且，行业内具有铺装能
力和经验的单位数量较少． 国内桥面铺装界的技
术储备不足及经验缺乏使整个工程面临着一种以

信息不完备为主要特征的复杂性，如何丰富相关

信息成为主要任务．
针对这种以信息不完备性为特点的“混沌”

复杂性，港珠澳大桥管理局通过外部关联关系的

建立，积极开展“复杂性探索”，丰富工程技术及
管理信息． 首先，与国内具有桥面铺装经验的企
业建立关联．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开展了全国范围
的调研，深入具有桥面铺装经验的企业了解我国

在虎门大桥、南京 2 桥、山东胜利黄河公路大桥等
工程上所采取的桥面铺装技术及当前的工程状

况;第二，与国内研究机构建立关联．港珠澳大桥
先后与华南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广州长达公司、
中国香港安达臣公司等单位合作，委托其对环氧

沥青、浇筑式沥青、树脂沥青混凝土等典型的铺装
方案开展预研及比选． 第三，与国外工程企业及
研究机构建立关联．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还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国外调研，通过与国外企业的交流深

入了解了当前主流的桥面铺装技术、工艺及设备．
通过这些关联关系的建立，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掌

握了当前国内外桥面铺装的技术、工艺及设备信
息，摸清了国内外相关工程企业的铺装能力及技

术水平．
5． 2 冲突状态及复杂性吸收
关联的建立丰富了工程信息，同时也增加了

工程的复杂性，其主要特征是出现的各类冲突:第

一，技术间的冲突． 因为日本热拌环氧沥青铺装
技术在虎门大桥及黄埔大桥均得到成功实施，该

技术一度成为工程的首选方案． 但英国浇注式沥
青技术在中国香港青马大桥的成功实施及港珠澳

大桥连接三地的现实又促使港珠澳大桥管理局重

新思考技术方案的选择．这时，就出现了来源于不
同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技术的冲突．第二，工艺需
求及工艺能力间的冲突．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尽管
我国的一些工程项目采取了国外较为先进的铺装

技术，但实际效果并没有达到国外采用同类技术施

工的工程质量水平，说明我国仍然没有完全掌握工

程工艺，特别是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而港
珠澳大桥桥面铺装使用寿命设计为15年，铺装规模
又很大，对工程工艺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
港珠澳大桥工艺需求及工艺能力间的冲突显现出

来．第三，工程规模要求与铺装企业经验的冲突． 港
珠澳大桥桥面铺装规模达到了 70万平方米，其中钢
箱梁铺装面积 50 万平方米，而当时我国大跨径公
路桥已完成钢桥面铺装，面积仅为 200 万平方米．
因此，从整个行业来看，具有铺装经验的工程企业

数量较少，即使承担过铺装工程的企业也缺少类

似工程的铺装经历和能力． 港珠澳大桥在技术、
工艺及组织等要素上所表现出的冲突特征使工程

复杂性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
针对这种多要素的“冲突”，港珠澳大桥管理

局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复杂性吸收”，在保留关联
性的同时降低信息的不完备性． 首先，港珠澳大
桥进一步与之前建立关联的国内外科研机构合

作，在充分评估港珠澳地域及交通条件的基础上，

对日本热拌环氧沥青铺装技术和英国浇注式沥青

技术进行比选，并通过协调会等方式充分听取各

方意见． 第二，在工艺方面，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设计单位与合作单位联手开展了 MA( mastioc as-
phalt) 、GA( guss asphalt) 等多种工艺的比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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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数百组室内模拟实验及室外高温稳定性及低

温疲劳试验，充分获知了不同工艺方案的优缺点．
第三，在工程组织方面，基于企业调研信息，港珠

澳大桥管理局研究了当时国内施工企业资源配置

与港珠澳大桥设计要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围绕招

标过程、招标条件、招标设备及工艺要求等设计了
招标工作计划． 这些在技术、工艺及组织管理上
的实验、模拟及分析，有效暴露了各类技术和工艺
的优缺点及相关各方的偏好，化解了工程系统中

不同层面的冲突，为工程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

依据．
5． 3 关联状态及复杂性分解
通过关联关系的建立及各类信息的收集，工

程形成了一个结构清晰但关联性很强的复杂系

统． 对于港珠澳大桥桥面铺装工程来说，该阶段
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方
案与施工环境的关联． 根据前期复杂性吸收过程
获得的信息，可知技术方案的选择不仅仅要考虑

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也要考虑港珠澳大桥连接

两岸三地的特殊环境． 与中国香港的连接，决定
了双方技术方案的衔接性，这种关联性的考虑无

论对工程建造还是对后期的工程维护都会产生重

要的影响． 第二是技术、工艺、施工材料及设备的
关联． 施工工艺是铺装工程的重要决策，其受到
技术方案的决定，同时也决定了施工材料的选择

及设备的选择． 根据前一阶段获得的信息，我国
还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技术，在施工材

料及设备上还无法支撑高水平的铺装质量． 第三
是技术、工艺与组织管理间的关联． 技术及工艺
的实现需要组织管理的支持，尽管相关企业的热

情度很高，但当时我国桥面铺装行业的能力和水

平还无法实现确定的技术指标． 因此，在信息充
分的条件下，工程技术、工艺及组织管理构成了一
个要素高度关联复杂工程系统，某一项要素的改

变均会影响其他要素的选择或决策．
针对这种关联复杂性，港珠澳大桥管理局通

过多种复杂性分解策略降低要素之间的关联性，

制定了科学的决策． 首先，通过顶层决策降低工
程系统的复杂性． 港珠澳管理局在多种技术方案
优缺点明确及各方观点清晰的情况下，制定了数

据详实的报告向省交通厅等上级部门汇报，通过

顶层决策制定了 4cm厚，SMA + 3cm厚浇注式沥
青混凝土组合铺装结构体系的钢桥面铺装设计方

案，为工艺及组织管理模式选择指明了方向． 第
二，通过技术及组织管理创新降低工程系统的复

杂性． 在技术方案确定的情况下，港珠澳大桥采
取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GMA 工艺，在保证混
合料性能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了功效． 同时，分
解传统的现场铺装模式，创造性的采取了工厂

化的集料生产及铺装作业模式，降低了环境对

铺装作业的影响． 第三，通过条件限制降低工程
系统的复杂性． 为满足铺装要求，港珠澳大桥管
理局在招标时对投标企业的铺装设备 ( 车载式

抛丸机) 提出了具体要求，降低了组织管理的复

杂性． 第四，通过系统分解降低工程系统的复杂
性． 在招标过程中，将整个铺装工程分成了两个
标段，提高了铺装工程的组织效率． 通过以上措
施，将复杂的工程系统分解为界面清晰的技术、
工艺、组织单元，降低了要素内部及其之间的关
联性．
5． 4 混杂状态及复杂性承担
通过“复杂性降解”，重大工程降低了各要素

之间的关联性． 但由于重大工程复杂性的本质，
很多关联性是无法彻底分解的，在未来的工程建

造过程中势必会产生由于关联性所引发的不确定

性． 因此，在“复杂性分解”之后，简单与复杂共
存，工程的复杂性呈现出“混杂”的特点．
针对这种情况，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也通过多

种方式提高“复杂性承担”的能力． 首先，港珠澳
大桥管理局制定了多种类型的应急预案来应对未

来可能的各种不确定性事件． 第二，港珠澳大桥
在经费、进度等方面预留出了一定的余量来应对
可能的经费超支和进度拖期等问题． 第三，港珠
澳大桥管理局通过工程文化构建的方式加强工程

甲乙双方对工程的共同认识，形成了共担风险的

共识． 这些措施有效提高了工程整体的“复杂性
承担”能力． 例如，在铺装过程中，由于其他工程
延误致使铺装工程延后，致使已经进场的铺装企

业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但由于“复杂性承担”
能力的构建，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和铺装企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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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了损失，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有效解决了该

问题．

6 复杂性降解原理对重大工程管理
的启示

“复杂性降解”原理揭示了重大工程管理决
策复杂性的动态演化规律，对重大工程管理带来

了诸多启示．
1) 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表现为不同的特征，
重大工程管理的本质是通过“复杂性降解”引发
复杂性特征的演化

重大工程管理者应该认识到重大工程具有以

信息不完备性和决策关联性为主要特征的复杂

性，并且两者不同程度的两两组合可以将重大工

程管理复杂性分为完全不同的类型． 每种类型的
复杂性所面临的管理问题是不同的，需要不同的

策略予以解决． 而“复杂性降解”是重大工程管理
复杂性特征在不同类型间演化的动力机制，是重

大工程管理的本质．
基于这种动态复杂性本体论，重大工程管理

者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重大工程的一些特征． 重
大工程一定是周期较长、利益冲突巨大、风险较
高、影响深远的工程项目，该特点不仅仅是因为重
大工程本身复杂，而且是因为人类在处理复杂性

事件时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本身就是复杂的． 工
程周期长，是因为重大工程从“混沌复杂性”转移
到“冲突复杂性”的过程中，通过“复杂性探索”创
建工程利益主体联接、扩展重大工程知识的时间
往往是漫长的． 例如，“港珠澳大桥”从 1983 年工
程动议到 2009 年工程立项，历经 26 年时间; “三
峡工程”从 1955 年中央决定开展论证到 1992 年
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历时 37 年时间． 重大工程利益冲突巨大，是因为
在工程从“冲突复杂性”转移到“关联复杂性”的
“复杂性吸收”过程中会产生激烈的利益博弈，例
如“港珠澳大桥”在通关模式上的争论就体现出
了不同地区的不同利益诉求． 重大工程管理者认
识了重大工程这种动态复杂性的本质，就可以正

确评估重大工程的管理现状，并采取与复杂性特

征相匹配的组织管理措施．
2) “复杂性降解”会内生地创造复杂性，用新
的复杂性解决原来的复杂性问题是重大工程管理

的重要策略

在重大工程管理中，通常认为复杂性是需要

解决的问题，但“复杂性降解”原理揭示出，在重
大工程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工程的管理活动在解

决某些复杂性问题的同时，会内生地创造复杂性．
因此，对于重大工程的复杂性要有新的认识:复杂

性不仅是外生的，而且是管理活动内生的;复杂性

不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解决问题的

方法．
这种对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的新认识论，对

于重大工程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启示． 在重大工程
管理处于“混沌复杂性”类型时，工程管理者不能
直接将问题简化，而是要通过“复杂性探索”创建
关联复杂性． 尽管增加工程利益主体的行为势必
增加以工程决策关联性为特征的复杂性，但这对

于工程目标的实现是有益的，能够解决“混沌复
杂性”的信息不完备性问题． 这就要求重大工程
管理者更为广泛的与工程潜在利益主体接触，不

怕复杂性的出现去建立连接． 例如，2004 年 3 月
“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成立后，
进行了 2 年的深入调研工作，与港珠澳各方、国家
相关部委、工程建设企业等工程利益主体进行了
协商和征求意见，提出了港珠澳大桥采用“三地
三检口岸”模式等方案． 如果仅仅将复杂性看成
是问题，在制定决策时为了自身的工作便利将一

些重要的利益主体排除在项目之外，则势必会带

来极大的隐患． 复杂性既是问题，也是解决问题
的重要方法，重大工程“复杂性降解”原理对“复
杂性”的这种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的哲
学思想．

3) “复杂性降解”原理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大
工程管理复杂性的逻辑路径，为重大工程管理问

题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复杂性降解”原理提出了分别应用“复杂性
探索”、“复杂性吸收”、“复杂性分解”和“复杂性
承担”四个策略促使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在“混
沌”、“冲突”、“关联”和“混杂”四种类型间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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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的路径． 该路径符合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产
生、发展、解决及变化的演化规律，同时也规定了
重大工程管理处理复杂性的工作顺序．
这种处理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的基本顺序过

程，为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

视角． 例如，重大工程往往会出现“超拖降”问题，
这已经成为重大工程最为诟病的问题． 一般认
为，经费“超”、进度“拖”和指标“降”的原因在于
各自的管理方法不正确，执行不严厉，因此经费问

题就从经费管理上找问题，进度问题就从工程进

度安排上找问题． 但在重大工程管理过程中，采
用这种思路去查找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是行不通

的． 例如，重大工程的经费超支可能是项目设计
单位为了工程立项，在夸大项目收益的同时低估

了工程经费支出． 根据“复杂性降解”原理，这种
现象的产生可以归因为“复杂性吸收”过程没有
充分暴露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和偏好． 经费超
支和进度超期还可能在于业主修改目标，致使项

目不得不重新设计． 该现象可以解释为，从“关联
复杂性”到“确定性”的“复杂性分解”过程出现问
题，重大工程复杂性又变回为“冲突复杂性”或是
“混沌复杂性”． 因此，“复杂性降解”原理为重大
工程管理者提供了一种正确认识重大工程问题的

方法，也为如何评价重大工程的绩效提供了一种

新的视角．
4) “复杂性降解”原理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
复杂性匹配不同的管理措施和方法，指出了管理

方法创新的方向

重大工程管理的四种复杂性表现出不同的复

杂性特征，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同的． 而“复杂性
降解”原理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出了不同的策
略，其中所涵盖的具体管理措施也是不同的． 因
此，在重大工程管理实践中，不但要正确判断工程

当前的复杂性类型，而且每种策略均需要充分的

管理措施的支持．
传统的以 PMBOOK 知识体系为主的工程管

理方法假设工程是一个关联性不强及信息完备的

确定性状态，因此其仅仅适用于复杂性演化的

“确定性”状态，与其他类型的复杂性问题并不匹
配． 对于不确定性问题，该知识体系认为可以通

过增加时间、经费及技术的“余量”予以解决． 但
是，对复杂性的分类揭示出这种确定性仅仅是重

大工程管理复杂性演化的一个阶段． 尽管该阶段
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仅仅采用 PM-
BOOK知识体系为主的方法进行重大工程管理，
则注定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甚至造成失败． 因此，
需要根据“复杂性降解”原理中的各种策略，对于
其他类型的复杂性应对方法开展研究，例如针对

“混沌复杂性”的“工程治理机制”研究及“工程舆
情分析”研究，针对工程“冲突复杂性”的“情景耕
耘”研究，针对工程“关联复杂性”局部最优问题
的“组织搜索”研究，针对工程概率“确定性”状态
时的“创造性工程组织”研究等． 当然，并不是说
PMBOOK知识体系不值得再进行深入的研究，反
而是当前工程智能化的发展对该部分的研究提出

了新的要求，也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
5) “复杂性降解”原理既反映了还原论思想，
也体现了整体论思想，是两种方法论的结合

“复杂性降解”原理能够将复杂的重大工程活
动分解为一些相对独立的专业化劳动，利于专业人

员的工作，反映了重大工程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分工

和合作特征． 同时，该原理也强调工程整体特征的
涌现及系统综合，例如在“复杂性探索”和“复杂性
吸收”策略中强调工程利益主体的关联，反映了系
统整体思想在重大工程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因此，“复杂性降解”原理即要求能够按照当

前工业化时代的专业化分工对重大工程进行正确

的分解，同时也要求采用综合集成方法对“复杂
性降解”的整体过程进行顶层控制． 针对不同的
复杂性类型，尽管其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但总体

控制能够更好地收集相关信息，并促进不同部门、
不同专业人士的合作． 这也是我国各类重大工程
的成功经验． 例如，在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不
同时期有不同的总体部门实施顶层管理，经历了

“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组”、“港珠澳大桥
专责小组”、“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等总体形式．
我国航天工程更是在“综合集成”方法指导下，在
每一个重大航天工程中成立了总体部，例如探月

工程的“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载人航天工程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等． 除了在工程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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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实施总体控制之外，这些总体部门还能够更好

的判断工程的复杂性特征并制定“复杂性降解”
策略． 同时，以 BIM 和大数据为主的信息技术的
飞速发展对总体部的顶层控制提供了技术基础，

总体部模式已经成为未来重大工程数字化管理发

展的组织保障．

7 结束语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描述了复杂性

对重大工程管理决策的影响，提出了重大工程管

理决策复杂性本体论认识框架，结合决策关联性

及信息不完备性将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分为

“混沌”、“冲突”、“关联”及“混杂”四种不同类
型． 在此复杂性认识框架内，基于复杂自适应系
统理论及社会系统理论，提出了包含“复杂性探
索”、“复杂性吸收”、“复杂性分解”和“复杂性承
担”四个基本逻辑策略过程的重大工程管理决策

“复杂性降解”原理，揭示了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
内生动态演化规律． 并且，应用港珠澳大桥桥面
铺装工程的案例验证了上述重大工程复杂性类型

及“复杂性降解”原理．
重大工程管理决策“复杂性降解”原理揭示

了重大工程复杂性的新特点，提出了应对复杂性

的新方法，对重大工程管理者认识复杂性及进行

重大工程管理方法创新均有新的启示． 工程管理
者应该基于重大工程复杂性的动态演化特征去认

识工程复杂性，辩证地对待复杂性的问题性和方

法性，并且正确应用“复杂性降解”原理中的策略
去解决复杂性问题． 在方法上，应该突破 PM-
BOOK知识体系，在“复杂性降解”原理的框架
中，针对不同的复杂性问题及策略进行管理方法

和技术创新，结合当前工程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

的发展趋势提出面向复杂性的、综合性的方法体
系． 基于“复杂性降解”原理的重大工程管理方法
和技术创新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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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ity and its degradation theory of megaproject management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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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ement of megaprojects is a typical complex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gaproject com-
plexity，and how to solve such complexity，are popular in the field of project management． A conceptual mod-
el is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omplex factors，such as decision relevance，cognitive ambiguity and
bias，and limited knowledge，on megaproject management． Then，in a complexity framework of decision rele-
vance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the complexities associated with megaproject management decisions are di-
vided into four types: “chaos”，“conflict”，“relevance”，and“hybrid”complex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four types of complexity，this paper proposes a“complexity degradation”theory that consists of four bas-
ic logical strategies: complexity exploration，complexity absorption，complexity decomposition，and complexity
tolerance． The complexity degradation theory reveals a complex self-organization law in the practice of mega-
project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and illustrates the endogenous and dynamic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lexities involved in megaproject management decisions． Finally，the complexity degradation theory
is verified through the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practices of a deck pavement project for the Hong Kong-
Zhuhai-Macao Bridge，which provides an enlightening illustration of the complexity degradatio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egaproject management．
Key words: megaproject; management decision; complexity degradation; complex self-organization; dynamic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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